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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官无悔判：
往日遭际、 古代语境及其现代意义挖掘

霍 存 福

［摘　 要］ 对 “官无毁判” 的訾评， 最早出现于谢觉哉 １９４３ 年的会议发言及日记； 对 “官无悔判”
的大规模批判， 在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达到了高峰； 流风所及， 至今仍有对其持批评或否定态

度者。 批判者将其视为旧司法被动、 教条、 形式主义的反映， 有来历， 有典据； 否定者将其作为旧

衙门颟顸、 专横的代名词， 则可能是一个重大误解。 因为 “官无悔判” 的原型是 “官无悔笔”， 语

境是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如今， 除了需要稍费笔墨为其正名、 确诂其古义外， 挖掘并赋予其

现代意义， 揭示其与 “一事不再理” （或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等民事、 刑事诉讼原则的相通蕴

意， 可以为中华古法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导向性的范例。
［关键词］ 官无悔判；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司法改革运动； 一事不再理；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９ＡＦＸ００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１１－０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１０－０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３９ ／ ｊ．ｊｕｊｓｓｅ．２０２３．０６．ｆｘ４
［作者简介］ 霍存福，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官无悔判” 一词， 在大学课堂上听乔伟老师讲过； 后来读 《谢觉哉日记》， 才知道也作

“官无毁判”。 谢老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日记写道：
从各方面听取群众对司法的意见， 听取当事人对审判的意见， 因而检查自己工作那

些需要改进。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 过去也没有这样做。 关在法庭上写判决， “官

无毁判”， “不服， 你上诉好了。” 不仅不搜集政府、 团体、 群众的意见， 甚至上级法院

和下级法院也不互相知道和交换经验。 ……由此发生下列一系列问题： ……三、 形式绝

对化———如检察问题， 终审机关问题， “官无毁判” 问题等， 甚至全无内容的审讯笔

录、 判词等。［１］５５６－５５７

谢老提出新民主主义司法须为人民大众服务， 坚持司法走群众路线； 他反对国民党旧式司法

的孤立、 被动、 隔绝以及教条、 形式主义， 以为其固守条文第一、 经验第一、 形式第一， 并以为

“官无毁判” 是其 “形式绝对化” 的表现之一。 所谓 “形式”， 他自注为 “组织、 手续法等”。
谢老以三个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 过去也没有这样做”， 指出了边区司法诸表现： １） 司法的

孤立———抱司法不参预立法的观念， 未通过司法了解边区的问题和人民需要， 没有为土地、 婚

姻、 钱债、 刑法等立法提供一些特殊例证， 积极佐助立法； ２） 司法的被动———不听取群众、 当

事人、 政府、 团体等的意见， 以改进工作， 而是关门写判决， 坚持既判力， 不服请上诉； ３）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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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隔绝———没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 在司法上予以具体运用， 并由此发现政策不足， 提出并求

得修正。 “既判力” 一词作为对立观点， 很突出地出现于谢老日记中。 侯欣一教授研究谢觉哉法

律思想时， 依日记原文使用了 “官无毁判” 一词。［２］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王子宜 １９４５ 年总结中使

用的是 “官无悔判”。① 刘全娥教授追踪档案， 查到谢老当时发言记录是 “官无回判”， 并以意

将其改为 “悔” 字。② 两相比较， 可知谢老日记系润饰当天的会议发言而成； 而会议记录， 未经

发言者校对， 容有错别字， 故 “回” 可以是 “悔” 或 “毁”， 因音近而讹。 日记中 “官无毁判”
两次出现， 当非谢老误书， 也非出版校对之误。 谢老用 “毁” 字， 典据虽不明， 但 “毁” 指

“毁灭”， 其含义也是弃毁原判、 重来一次， 意义与 “官无悔判” 也相近， 只是所含主观成分稍

逊。 不过， 因 “官无毁判” 仅有这一两个用例， 所以， 我们仍将使用常见的 “官无悔判”。
我一直琢磨乔伟老师是如何习得 “官无悔判” 一词的。 是读古书还是其他渠道？ 在草写本

文过程中， 我检索了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的资料， 方知那时曾有过对 “官无悔判” 等 “旧法观点”
的激烈批判。 其时， 他正在东北人民大学 （现吉林大学） 法律系读书， 那是他熟识该词的第一

个机会。 后来他在学校图书馆线装库工作， 应该是他从古史资料中接触该词的第二个机会。

一、 批判 “官无悔判”： 过程、 表现、 内容、 定性、 特征

对 “官无悔判” 的批判， 是 １９５２ 年肃清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 运动的过程与旧法思想 （观点）、 旧司法作风的主要表现

司法改革运动历经 ９ 个月， 始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终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运动的动议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提出。 主要时间节点是： ５ 月 ２４ 日， 董必武、 彭真联

名致函周恩来并报毛泽东、 中共中央， 呈送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 １９５２ 年下半年工作要点 （草
案） 》， 提出开展司法改革， 对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彻底改造和整顿的计划。 ５ 月 ３０ 日， 政务院第

１３８ 次政务会议批准这一工作要点。 ７ 月 ６ 日， 董必武、 彭真以分党组名义联名向周恩来并毛泽

东、 中共中央报告司法改革和司法干部补充、 训练问题的情况和意见。 ７ 月 ９ 日， 中共中央下发

《中央同意七月六日政法分党组报告》 的批文。③ ８ 月 １３ 日， 政务院第 １４８ 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司

法部部长史良作的 《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 ８ 月 １７ 日， 《人民日报》 发表

社论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８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的指示》。
五六月间同时进行的， 有三件事。 一是派员分赴各地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全国性视察， 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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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欣一教授注意到王子宜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司法会议上的总结》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使用的是 “官无悔判”
一词： “关于 ‘勇于改正错误’ 的意思， 是指反对旧型审判所谓 ‘官无悔判’ 的胡说。 我们司法人员， 应该是一发现错误， 就

勇于改正。 自己发现的， 自己改正， 别人发现了并加以改正以后 （例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 自己应该向别人学习。 抱成见， 好

面子， 或托辞执行问题等现象， 根本要不得， 应坚决扫除干净”。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全宗号 １５。 见侯欣一： 《从司法为民到

人民司法： 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２０ 年， 第 ４３５ 页。
刘全娥： 《从支持、 否定到废除———谢觉哉六法全书观的十年历程》，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期。

谢老发言记录云： “第二， 我们过去对司法的形式问题， 也由于不从群众观点出发， 现在发现的问题， 我们过去检查 ［察］ 制

度的、 重审制度的问题， 因 ‘官无回判’， 你不服就上诉， 把这看做是司法上很要紧的东西。” 见 《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 李

木庵院长等关于司法工作的检讨会议的发言记录 （１９４３. １２） 》，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 卷宗号： １５－９６。 刘全娥教授提供复

印件。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是这一运动的设计和提出者。 参见 《董必武传》 撰写组： 《董必武传： １８８６—１９７５》 下， 北京： 中

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７９０ 页； 陈光中、 曾新华： 《建国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述评》， 《法学家》， ２００９ 年 ６ 期； 董节英：
《１９５２ 年北京市的司法改革运动》， 《北京党史》， ２００７ 年 ２ 期。



京举办全国性政法干部会议， 三是华东区最早进行司法改革。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由中央政法各机关

联合组织的 ４ 个视察组， 分别对 ５ 个大区的人民法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视察。 ６ 月中旬， 华东地

区召开大区政法工作会议， 在全国率先进行司法改革。 ６ 月 １６ 日， 政务院政法委又会同中央教

育部、 人事部在京召开了政法干部训练会议， 着重讨论司法改革和司法干部补充、 训练问题。
史良报告指出， 运动所针对的问题， 是 “在 ‘三反’ 运动中， 暴露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还

存在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 因而， 要 “从上而下地、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个反

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 以 “肃清国民党反动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残余”。［３］

所谓 “组织不纯”， 指全国各级法院中旧司法人员占比过高， 约占 ２２％； 其中， 多数人很少有进

步， 有些甚至是反动的； 而且其中一部分人还是贪赃枉法分子。 这需要从政治上、 组织上着手清

理， 以 “保持与提高纯洁性”。 所谓 “思想不纯”， 有诸多表现： 第一， “旧司法人员中很多存在

着严重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 在处理案件中， 没有革命立场和群众观点， 敌我不分， 按旧法

判案， 推拖作风， 因而办案中不断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 “在人民法院中有些老干

部在思想上被旧司法人员、 旧法观点所俘虏与腐蚀， 甚至堕落蜕化”； 第三， “有些地方人民法

院负责人阶级立场模糊， 旧法观点浓厚， 对旧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和旧法观点的危害性， 毫无警

觉”； 第四， “一些人民法院的老干部虽自己并未学过旧法， 但对人民司法建设有很大的盲目性，
误以为旧司法人员是 ‘专家’ ‘懂业务’， 甚至要他们带徒弟， 号召青年干部向他们学习， 过高

地估计这些旧司法人员的作用”。 总之， 旧司法人员、 旧法观点与旧司法作风， 与一些法院的老

干部、 负责人的干部问题两相交织， 被认为事态严重， “特别是对那些腐烂不堪的旧法观点和作

风占主导的人民法院， 群众已有愤怨”， 因而 “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①， 进行司法改革

是非常迫切的了。②

６ 月 ２４ 日， 政法干部训练会议期间，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副主任彭真都讲了话。
二人皆指出： “中央政法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工作要点” 是 “肃清反动的司法作风的残

余， 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 从政治上、 组织上、 思想作风上保持和提高人民法院的纯洁

性”。［４］７０－７４但二人讲话各有侧重。 董必武更强调法院对旧司法人员的组织上的整顿和改造， 彭真

更关注对旧司法人员的思想、 作风改造问题。
（二） 旧法观点、 旧司法作风的内容与定性

董必武讲话所言法院组织上的问题， 大多已反映在史良的报告中， 而涉及旧司法人员的思

想、 作风者， 董老有两个估计。 第一， 关于改造比率问题， “他们一般均未经过彻底改造， 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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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报告是运动伊始发布的， 表明其准备是充足的。 史良： 《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批准）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 １ 版； 武延平、 刘根菊等编： 《刑事诉讼法学

参考资料汇编》 中，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７３１—７３２ 页。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７ 月、 ８ 月和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董必武 ４ 次在讲话和谈话中， 不间断地强调改造旧司法人员思想与作风的必

要性和必然性。 这表明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摆上日程的问题， 到 １９５２ 年已是必须进行

的了。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开学典礼， 董必武作 《旧司法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 的讲话， 强调 “本院的任务是改

造过去旧的司法工作人员、 律师以及在学校教授法律的教员”； 改造的范围是 “思想、 工作作风与生活习惯”。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开幕， 董必武致辞 《要重视司法工作》， 讲到 “旧司法工作人员经过一番改造后， 可以吸收其中的一部

分” 作为各级司法干部。 他们 “非经改造不可”。 ８ 月 １２ 日董必武 《对参加全国司法会议的党员干部的讲话》 说： “人民司法

的基本精神， 是要把马、 恩、 列、 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 旧司法人员固然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党内一

些同志恐怕也还是成问题吧！ 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 与群众联系， 为人民服务， 保障社会秩序， 维护人民的正当

权益。”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董必武 《同政法部门党员负责同志谈话要点》， 提出拟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议程， 有一项是 “检查

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后肃清六法全书观点的情况， 如果一年来六法全书的观点尚未受到致命的打击， 会议必须研究今后如何才

能打击到它的要害”。 参见董必武： 《董必武法学文集》，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２６—８５ 页。



有非常严重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 对我们的人民法院起着严重的侵蚀作用， 以至有的法院整

个烂掉”； “有一部分旧司法人员， 思想作风已有些改造并有进步表现， 但为数不多 （大体占百

分之二十左右） ”。 第二， 现实表现方面， “他们思想上充满了反革命反人民的法律观念”。 “从
各地报告看来， 这些旧司法人员受到批评者多， 受到锻炼者少， 他们的表现一般是没有立场或者

是反动立场， 不但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甚至包庇与帮助反革命分子残害人民； 在作风上则是

严重的脱离群众， 只会 ‘坐堂问案’， 写些冗长陈腐的 ‘判决’。 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与人

民政府的政策则根本不关心， 相反还到处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 起着很不好的影响。” ［５］１２０－１２１早

在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董必武就提出检查 “肃清六法全书观点” ［５］８５的情况；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董必

武在中央政法委委务会议上提到一个 “旧法观点”， 说 “有些人不承认 （政府组织法、 法院组织

法和财经部门的一些法令、 条例） 那是法”， 也即只承认 “六法全书”① 是法。［５］１１８加上 “坐堂

问案”、 关门写判的旧司法作风， 董老所指出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 主要是上述两项。
彭真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讲话， 对旧法观点、 旧司法作风列举更多， 并以定义的形式为两者

定了性。 他指出： “旧法观点就是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基本上一脉相传的、 统治人民的反动的法

律观点”， “旧的司法作风就是脱离群众、 关起门来办公事的衙门作风”。 紧接着， 他历数了诸如

“法律是超阶级的” “无法可司 （实际上要用反动的 ‘六法’ 观点断案） ” “法律不究既往” 等

３ 个旧法观点， 以及 “传、 问、 拖” 的繁琐程序等旧司法作风。 在列述 “旧的司法作风” 之后，
彭真又说： “有的人认为法院即使发现自己把案子判错了， 也不能改， 据说是为了维持法律的

‘尊严’ 和稳定性。 难道法律的尊严是建筑在坚持错误上面的吗？ 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法

律为准绳， 发现冤案、 错案就纠正” ［４］７０－７３。 这段附赘在 “旧司法作风” 之后的有关 “判错不能

改” 的议论， 内容也即 “官无悔判”， 实际上属于旧法观点， 而不是旧司法作风。
总之， “无法可司” 就是董必武所批评的不承认共产党的法令和条例为法、 只承认 “六法全

书” 为法的观点， 两位领导人这里开列出的旧法观点共 ４ 个； 旧司法作风则有 “坐堂问案”、 重

形式上的判决书两项。 １９５３ 年后， 彭真总结司法改革时， 说到了 “六法全书” 观点、 “法律是超

阶级、 超政治的” “办案是单纯技术工作” “一案不再理” “官无悔判” 等 ５ 个旧法观点。［６］７８２两

年后， 董必武总结提到 “法律是超阶级超政治” 的旧法观点， 及 “孤立办案、 手续繁琐、 刁难

群众等衙门作风”。［６］８００有学者以为， 像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依法律程序办案”
等所谓旧法观点， 是随着运动的开展逐渐增加起来的。②

以时间计， 彭真 ６ 月 ２４ 日讲话云 “旧法观点” 是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基本上一脉相传

的”， 至史良给总理的报告称 “肃清国民党反动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残余”， 再到 ８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指出 “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

点”③， 定性虽未大变， 但主体、 对象逐渐限缩为国民党、 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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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六法全书观点” 似有广狭二义。 广义指所有旧法观点， 狭义即 “新中国无法” 论， 只承认六法全书是法， 不承认共

产党的法令、 条例是法。
参见李玉生： 《司法改革运动述评》， 《南京社会科学》， １９９９ 年 ９ 期。 他认为，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运动， “随着运动的开

展， 旧法观点越来越多， 甚至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依法律程序办案’ 这样一些反映人类优秀法律文明成

果的基本的法制原则都当做旧法观点加以抨击和批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 １９５２ 年），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３１６

页。 原文为：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 应将二者结合进行。 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 乃

是长期的思想斗争， 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 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 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 代之以真正的

革命工作者， 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 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 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 最后达

到组织整顿之目的。”



不过， 彭真讲话， 有其历史依据。 中共中央 《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 （一九

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通过） 》 曾指出： “原推事、 检察官、 书记官长等一律停止原来

职务， 因这些人在思想上充满了反革命反人民的法律观念， 即封建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阶级以武

力强制执行的关于经济制度、 社会生活和国家秩序底观念形态”①， 这是对旧法观念的较早概括。
一般认为， 北洋军阀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 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

的资产阶级性质， 故封建阶级与北洋军阀可以互相指代。 而后来强调 “旧法观点” 是国民党、
资产阶级的观点， 不再强调其封建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社会基础和其封建主义意识形态， 或许是因

为其内容的构成方面的问题。 比如， 在历史发展中， 稍有价值的封建思想 “大多已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法律思想所吸收”， 说 “旧法思想单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思想”②， 这可以备一说。 当今

学者认定 “官无悔判” “法言难改” 是 “资产阶级法学观点”③， 应是渊源于中央文件④。
（三） “官无悔判” 的相应法律术语及其特征

彭真对 “官无悔判” 的通俗说明， 要点有二。 其一， 对 “官无悔判” 的内容及特征的定义

性描述； 其二， 关于 “官无悔判” 对立面的思想路线揭示。
１． “官无悔判” 俗语与 “一事不再理” 术语

彭真是最早批评 “官无悔判” 这一旧法观点的， 他的批评涉及 “官无悔判” 的内容及特征：
“有的人认为法院即使发现自己把案子判错了， 也不能改， 据说是为了维持法律的 ‘尊严’ 和稳

定性” ［４］７０－７３。 后来， 政法系统干部陆续撰文， 对这一通俗说法予以进一步申说。 其中两位干部

的说明更准确、 更专业化一些。
第一位是时任司法部干部教育司副司长的王汝琪。 在 《正确开展司法改革运动》 一文中，

她说： 旧司法人员 “保持着反动法官的 ‘推事作风’， 歪曲地强调 ‘不告不理’、 ‘一事不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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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１８ 册 （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６１—６２ 页。 其后讲到司法政策， 又云： “对留职录用之司法机关技术人员， 应即进行宣传解释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工农联盟

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之司法政策与保护帝国主义、 封建地主、 买办军阀官僚特权的国民党专政之司法政策的根本区别”，
也属于定性。

刘焕文云： “旧法思想包含甚广： 就形式说， 有实定法思想与法理学； 就内容说， 包括一切剥削社会的法律思想， 但

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多带有神权色彩及封建伦理观念， 稍有理论价值， 而又能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大多已为资本主

义社会的法律思想所吸收。 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法律思想无特别说明必要。 这里所说的旧法思想， 单指资本主义社会的

法律思想。 至于实定法因其常受法理学的理论指导， 两者难于割裂， 所以这里所说的旧法思想又兼指两者。” 参见刘焕文： 《在
“百家争鸣” 中谈旧法思想》， 《华东政法学报》， １９５６ 年 ２ 期。

陈光中主编： 《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３３４ 页。 其 “第九章审判监督程序” 由徐

益初执笔。 原文为：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 不论是从审查范围的全面性， 申诉权利的广泛性， 监督职权的普遍性等方面， 对

于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中的错误， 是采取了积极的、 主动的态度，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这同那种

所谓的 ‘官无悔判’ ‘法言难改’ 的资产阶级法学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参见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转型———以刑事再

审问题为例的分析》，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５ 期。 又说： “忠实于事实真相， 忠实于法律制度，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是我国刑

事诉讼始终坚持的方针。 即使判决、 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但一经发现有错误， 不论是在认定事实上， 还是在适用法律上，
也不论是对原被告人有利的， 还是不利的， 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加以纠正， 从而使无辜受罚者得到平反昭雪， 轻

纵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 这就从法律程序上有力地保证这一方针的实现。” 见陈光中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新编），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４２０ 页以下； 另见： 卞建林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４２３
页以下。

但全面的提法， 还应理解为 “清除包括封建思想意识在内的旧法观点”， 是 “树立马列主义法律观” 的前提条件。 李

良 《 “百家争鸣” 和法律科学》 说： “过去为了树立马列主义法律观， 清除包括封建思想意识在内的旧法观点， 完全有此必要，
而且成绩很大， 只是过分强调了这一面。” （ 《华东政法学报》， １９５６ 年 ２ 期。） 因之， 不再提封建阶级、 北洋军阀， 虽不会是当

时有意的疏漏， 但可能带来了问题： 反资产阶级有余而反封建不足。 有人以为， 由于突出了反资产阶级而淡化了反封建主义，
导致了后来的法律虚无主义。 其实，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意味着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 反资未同

时反封， 导致封建主义毒素未肃清， 贻害无穷。



（就是一件案子只审理一次的推诿作风）； 办一案只管一件事， 不叫 ‘案中开花’； 明知判错了也

不改判， 还说 ‘官无悔判’ ”。［６］７３５－７３６这最后一项， 明确指出了 “明知判错了也不改判” 的理由

或原理是 “官无悔判”。
第二位是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的魏文伯。 在 《彻底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必

须贯彻群众路线》 一文中， 他指出当时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思想和作风不纯， 在程序方面的表现

是： “搬用国民党束缚人民群众的一套反动旧司法程序， 应有尽有， 毫无减色。 不问案件内容如

何， 只要不合 ‘程序’， 一律驳回； 于是说 ‘没有诉状， 就无法受理’。 在发现下级审判错误而

当事人未上诉的情况下， 就根据 ‘法律上原则’， ‘一事不再理’； 在明知道案子发生经过详情及

其严重程度时， 亦 ‘不告不理’； 当刑事中涉及民事或民事中涉及刑事， 甚至由此发现反革命事

件时， 亦必须 ‘另行起诉’ ‘另案处理’， 否则， 即置之不理” ［６］７３８。 其中所使用的 “一事不再

理”， 是标准的法律术语； 而 “发现审判错误而不再理”， 通俗说法也即 “官无悔判”。
５ 年之后， １９５７ 年魏文伯谈及当年司法改革清算程序方面的旧法观点， 对 “官无悔判” 的

表述， 也是如此： “在发现下级审判错误而当事人不来上诉的情况时， 就根据旧法所谓 ‘一事不

再理’ 的原则， 置之不理”。①

至此， 我们注意到： 从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的延安到 １９５２ 年的中国司法界， “官无悔判” 这一官

场俗语， 与 “一事不再理” 的法律术语， 出现了跨越时空的联结， 成就了古今中西制度与思想

的空前类比。 而意义相近或相关的术语， 如既判力、 法律尊严、 稳定性 （安定性）， 也在主张者

或批判者的口中， 先后出现了。 将这二者联结起来的无疑是由通晓近代西方法律的程序原则并熟

稔中国古代传统的人，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 有能力。 但很不幸， 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的延安、
在 １９５２ 年的中国， 它们都成了问题， 成了代表旧法观念的糟粕而被批判。 尽管 “一事 （案） 不

再理” 有时被作为旧法观点， 有时被叫做 “推诿作风”， 定性不一； 且有时也有人将 “一事

（案） 不再理” 与 “官无悔判” 分开来谈论， 但它们属于 “程序法定论” 的旧法观点之一， 而

在大多数的批判场合被提到。
２． “官无悔判” 与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的理念之争

彭真讲话， 直揭 “官无悔判” 与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理念的对垒： “官无悔判” 论认

为， “为了维持法律的 ‘尊严’ 和稳定性”， 即使发现 “案子判错了， 也不能改”。 批判者质问：
“难道法律的尊严是建筑在坚持错误上面的吗？” 因此 “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法律为准绳，
发现冤案、 错案就纠正” ［４］７０－７３。

到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 又一次并且是第一次明确提到

“官无悔判” 四字： “为什么要有这些监督程序呢？ 原因就是可能发生一些错误， 发现了错误，
就要坚决纠正， 并尽可能将错误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旧法观点说什么 ‘官无悔判’， 这是荒谬的

理论。 对发现的错捕、 错判案件坚决及时地纠正， 是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冤枉好

人而毫不在乎， 或者放纵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都是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 ［４］１１６。
同年 ４ 月， 《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 中， 彭真又说： “发生了错误怎么办？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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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魏文伯作报告， 回忆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说： “这些具有国民党反动旧法观点和旧作风的旧司法人员及少数

坏分子， 其主要特点是： ……第二， 搬用国民党束缚人民的一套反动旧司法程序。 不问案情如何， 没有诉状概不受理； 在发现

下级审判错误而当事人不来上诉的情况时， 就根据旧法所谓 ‘一事不再理’ 的原则置之不理； 即使明知案情严重， 也 ‘不告不

理’； 当民事案件中涉及刑事问题， 或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问题， 甚至由此发现反革命案件的， 也要 ‘另案办理’， 推出不管；
如某些案件非处理不可， 则又百般拖延， 耽误劳动人民很多劳动生产时间”。 见魏文伯： 《从司法改革问题谈起》， 《法学》，
１９５８ 年 １ 期。



要纠正， 有错必纠。 我们还是靠这一条。 有一种旧法观点， 说法院的判决要保持稳定性， 要维护

法律的尊严， 有人竟然还说什么 ‘官无悔判’， 即使判错了也不能改。 这是错误的观点。 案子都

判错了， 还有什么稳定呢？ 所以， 有了错误就要改正。 下级法院、 上级法院、 公安机关、 检察机

关都可以提出来， 要求纠正。 这样做， 不但不会丢人， 不会丧失威信， 而且威信会更高， 更会取

得群众的信任、 拥护” ［４］１２１－１２２。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 延安时期，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时， 借用中国古典， 提出了 “实事求是” 的口号， 这一口号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表

述， 实际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反对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的思想路

线 （毛泽东在延安时反对的主要是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司

法工作中形成的具体原则， 就是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彭真 １９５２ 年讲话的这个概

括是最早的。 １９５６ 年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中， 彭真又提出 “上诉审也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４］１２２。 １９７９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①、 １９８３ 年 《民事诉讼法》、 １９８９
年 《行政诉讼法》 三大诉讼法， 均将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作为原则性规定。 这意

味着， 中国的程序法已经陆续贯彻着这一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
３． 批判 “官无悔判” 与运动中的认错、 改判举措

那么，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力图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在与 “官无悔判” 的对垒中， 又有哪

些相应的举措呢？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关于司法改革运动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 说： “发

现有个别审判人员认为 ‘官无悔判’， 坚持错误。”② 这当然会做相应的纠正。
据研究， 西南地区的普通群众对 “官无悔判” 的反应， 出奇的大， 已不局限于审判人员这

种专业人员的范围了。 缘在与之相应的认错与改判， 与 “官无悔判” 的无悔、 不改两个要节，
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虽然， 就运动内容而言， 西南地区与全国相比， 并无相异之处。③

比如， 西康省汉源县人民法院， 对不法商人魏全鑫违抗税收案予以改判。 因过去对魏全鑫案

处理太宽纵， 不仅没有法办他， 还减轻了对他的罚金； 对他的犯罪事实也了解不够， 致使他回来

后更不守法， “五毒” 更严重了。 不但不交以前的欠税， 当年第三季度也不交了。 改判大会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 法院张副院长作报告， 讲人民法院判错了案就要改判， 概述了案件的

案情， 作了诚恳的检讨， 改判魏全鑫徒刑三年， 限期交清欠税。
对这种新奇事情， 有的群众说： “以前哪有官判错了案， 还开大会改判， 向群众承认错误？

现在真是人民的法院” ［７］。 这种改判大会影响很大， 会后有群众反映说： “改判会， 是从来都没

有过的， 在书上也没有见过。 以前判案是 ‘官判如山崩’， 老百姓见官就吓倒了。 今天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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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６ 日， 彭真分别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

报告， 都讲到 《刑事诉讼法 （草案） 》 “规定了法院、 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案必须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 见彭

真： 《关于刑法草案和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 》， 《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 》， 彭真： 《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５３、 １６３ 页。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司法改革运动第二阶段总结向中央、 华北局的报告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５２ 年》，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６３３ 页。 该报告提到的其他

旧法观点有： “法律不溯既往”、 契约自由、 “无法可司” “原告举证责任” “逼供信” 等。
就运动内容而言， 西南地区与全国一样， 也是 “彻底清除诸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程序至上’ 等

所谓的旧法观点。 同时， 通过对 ‘推事主义’、 ‘程序主义’、 ‘坐堂问案’、 ‘条文主义’、 ‘文牍主义’ 等司法作风的批判， 树

立起 ‘巡回就审’、 ‘公开审判’ 等便利人民、 服务人民的群众路线的司法审判作风”。 见胡伟：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西南地区司法

改革运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０—４１ 页。



硬是对人民关心， 硬是为人民做事的” ［７］。
雅安市人民法院， 对群众提出的检举材料， 清案工作人员代表法院向群众道歉， 承认错误。

比如， 包括 “作风恶劣， 态度不好， 无诉状不理等”， 市区各组均分别公开向群众检讨， 群众到

会共计三千人以上。 “河北组经检讨后， 群众即说： ‘从来没有看到过官向群众检讨的， 自古官

无错办， 而今天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作错了， 就向群众检讨。’ ” ［７］

云南省楚雄县， “农民李兴有被地主诬告， 留用的旧司法人员陈润， 轻信地主口供， 丧失立

场， 判处李兴有徒刑， 造成冤狱”。 该案件得到改判， 并同时处理了贪赃枉法的法院干部崔炳

鑫，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爹感动地说： “我活了六七十岁， 从宣统、 光绪年间， 也没有瞧见过办

案不公的法官要惩办， 错判案子要改判， 毛主席真是个好主席” ［７］。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例外来自司法系统。
以陕西省人民法院榆林分院的司法改革为例， 榆林区司法改革组以为， 榆林作为老区， 其

“旧司法人员的比例相对要小得多， 因此司法改革的重点就从改造旧司法干部、 ‘纯洁组织’， 转

变为 ‘以检查思想观点和旧衙门作风 （包括反对人权） 方面为主’， 比如 ‘政策观念的模糊， 错

判案件， 干部耍私情， 随便打骂捆绑与关押人’ ”。［８］１４８这样， 通过 “自我检讨、 相互揭发、 群

众揭发、 检查案卷”， 思想整顿工作找出了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 “政策观点模糊”
“敌我不分， 仁慈观点” “违法乱纪， 旧衙门作风” “拖延积案， 应付态度， 只管判决， 不顾后

果” 这四种。［８］１５０

为此， 榆林分院专门组织编写了 《旧法观点、 旧衙门作风的几件具体事例》 的学

习材料， 材料中采取 “以案说理” 的方法， 将 “旧法观点、 旧衙门作风” 归纳为十类：
“重男轻女， 支持封建”； “刑讯逼供”； “喜欢庭审， 不愿下乡”； “旧衙门作风” （如审

讯中 “拍桌子瞪眼睛” ）； “不告不理， 告也不理”； “坐堂问案， 冤押好人”； “臆科徒

刑， 感情用事”； “只管判决， 不管效果”； “民刑分家， 拖延时日”； “违法乱纪， 侵犯

人权”。［８］１５０

这样细密的清单， 竟然没有相对专业的 “一事不再理” 或通俗的 “官无悔判” 字眼出现，
可能与延安时期清理过有关， 也可能在偏于一隅的榆林地区， 这样的高雅即使对于法院系统干部

而言， 也实在与现实的法律生活无关。
刘风景教授曾归纳说，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在破除旧法观点的同时， 也确立了新法观点。 其所

总结的第四项 “有错误即改正”， 就是针对 “官无悔判” 的：
通过对 “官无悔判” 的旧法观点的批判， 司法干部们树立了 “实事求是， 有错就

改” 的新法观点。 广大司法干部认识到人民的司法机关要为人民服务， 只有对人民严

肃负责， 有错就改， 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 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沈阳、 西安、 太原

等地方人民法院采取各种方式， 改判过去处理不当的案件，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赞扬。［９－１０］

“实事求是， 有错就改” 的新法观点的树立， 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司法

原则。 而司法改革中的改判， 是新法观点、 新司法作风对旧法观点、 旧司法作风的压倒性扫荡，
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认识路线取得胜利的符号。

４． 对 “官无悔判” 的官方总结与学者反思

１９５３ 年， 彭真总结司法改革运动的成绩， “尖锐地批判了 ‘六法全书’ 观点和 ‘法律是超

阶级、 超政治的’ 以及 ‘办案是单纯技术工作’、 ‘一案不再理’、 ‘官无悔判’ 等反动的或错误

的思想； 对于因立场不稳、 受反动的旧法观点侵蚀、 染上了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的一部分干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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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严肃的批判， 从而基本上划清了新旧法律的思想界限” ［６］７８２。 “官无悔判” 作为 “实事求是、
有错就改” 新法观点的对立面， 成了 “树立人民司法工作新观点、 新作风” ［６］７３８和践行 “群众路

线的观点和作风” ［６］７５２的靶子。 比如， 北京市就是通过 “组织典型检讨大会， 将抽象的理论观点

应用于具体案件分析中”， 进一步批判 “官无悔判” 等旧法思想的。［１１］

然而， 整个肃清旧法思想的问题， 情况颇复杂。 如江西省， 当时批判的旧司法作风有坐堂问

案、 不告不理、 法言法语等， 而旧法观点则有 “未遂” “初犯” “年龄” “职务犯罪” “自卫”
“成份” “时效” 等。［１２］赵晓耕、 段瑞群注意到：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北京市司法改革委员会发

布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公告》， 号召全市人民揭发一切诉讼上的不合理现象。 这个阶段发

现的主要的旧司法观点是强调 ‘契约精神’ ‘先公后私’ ‘同情资本家’ ‘为封建残余势力辩护’
‘无法可司’ ‘官无悔判’ 等”。［１３］董节英列举说， 当时有 “坐堂问案” “法律不溯既往” “契约

自由” “官无悔判” 等旧法思想。［１１］ 因之， 陈光中、 曾新华总结道： “此次运动对旧法观点未能

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态度而予以全盘否定， 实际上使得一些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原则、 制度

和观点以及诸多体现司法工作规律的审判程序和方式遭到批判和摒弃” ［１４］。 刘凤景评价说： “法
律之中也有许多公理性成分， 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自由、 权利神圣、 审判独立、 不究既

往、 罪刑法定、 不告不理等。 这些法治社会不言而喻的法律公理， 在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都

被作为旧法观点而遭到批判和否定。” ［９－１０］ “官无悔判” 问题也当如是。 它本是优秀法律文明成

果， 却被当作旧法观点之一加以批判和肃清了。 当年的批判颇值得检讨。

二、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古代语境及其原义

对于 “官无悔判” 的性质与意义， 需要从其建基的思想基础进行分析； 而欲了解其思想基

础， 则不得不从其原型 “官无悔笔” 谈起。 明代俗语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在 “官无悔笔”
之下， 尚有 “罪不重科”。 这一语境， 规定了 “官无悔笔” 的意义。 不过， 在这个搭配出现之

前， “罪不重科” 单独使用的情况， 出现于更早的宋代。
（一） “罪不重科” 在宋代

“罪不重科” 一语， 始见于北宋佛教文献。 据说， 其初本为衙门司法用语， 后被禅师借用，
成为宗教语汇。① 后世也作 “罪无重科”， 如清朝小说。 “不” “无”， 意义相同； “重”， 重复。
意谓： 犯一次罪不能惩处两次， 或同一罪行不会被惩罚两次。

１． 禅门的 “罪不重科”
学者说， “禅门中， 禅师常引用世俗生活中的衙门俗语来开示佛法”。 “罪不重科” 这一衙门

俗语， 就 “被禅门师徒借来表达禅门深奥的义理”。［１５］ 宋李遵勖 （？ —１０３８） 编 《天圣广灯录》
卷 １９ 《韶州广悟禅师》： “有僧出来礼拜， 师便打， 学云： ‘正遇作家。’ 师云： ‘罪不重

科。’ ” ［１６］３３６意谓： 参禅悟道之僧， 出来向禅师礼拜请益， 便已违反了禅门自证自悟的原则， 犯

下了一重罪行； 而其在禅师之 “打” 下仍不悟， 而言 “正遇作家”， 是又犯下一重罪行。 禅师以

“罪不重科” 说明学僧前后两次犯下了相同的罪行———不觉悟自证自悟的道理， 而重重向外请

教。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禅师对学人悟道情况的勘验， 类似于衙门中县官对犯人犯罪情况的

审判， 故禅师才能以衙门中县官自比， 也才能借用其审事断案的俗语来表达禅意” ［１５］。 尽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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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这种借用很多。 学者归纳了审事断案、 捉贼公干、 制度体例等 ３ 类、 共 １７ 个衙门俗语。 “罪不重科” 属于第一

类。 参见李艳琴： 《禅籍衙门俗语宗门义管窥》， 《宜春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期。



的俗语在进入禅门之后， 又被添加了崭新的宗门义， 但其原本含义并未泯灭。
这里的 “打”， 也即 “棒”， 所谓 “行棒行喝” 之一， 是禅宗接引学人的手段。 对于学人所

问的问题， 师父往往不用语言来答复， 或者使用棒锋击打其头部， 或者冲其大喝， 促其醒悟。 这

样的 “棒” 打及相应的 “罪不重科”， 宋释普济撰 《五灯会元》 中， 也记有另外 ３ 例。
卷 １５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禅师》：

问： “非时亲觐， 请师一句。” 师曰： “对众怎生举？” 曰： “据现定举。” 师曰：
“放汝三十棒。” 曰： “过在甚么处？” 师曰： “罪不重科。” ［１７］１２３７

又， 卷 １５ 《明州雪窦重显禅师》：
有僧出， 礼拜起曰： “请师答话。” 师便棒。 僧曰： “岂无方便？” 师曰： “罪不重

科。” 复有一僧出， 礼拜起曰： “请师答话。” 师曰： “两重公案。” 曰： “请师不答话。”
师亦棒。［１７］１２９０－１２９１

又， 卷 ２０ 《庆元府天童密庵咸杰禅师》：
僧问： “虚空销殒时如何？” 师曰： “罪不重科。” ［１７］１８０８

这些都是禅师 “对学人的禅悟情况进行勘验， 看其悟道与否”。 因 “这个过程与衙门官员审

断案子的情形十分相似” ［１５］， 故禅师乐于使用该俗语， 直指诸僧所犯的重重向外请教之过， 居高

临下， 言简意赅。
宋元之际， 禅门言 “罪不重科” 者， 他书也有记载。 如 《续藏经》 有 《通玄百问》， 系三

人作品， 宋释玉溪通玄庵圆通大禅师设问， 摩诃菩提兰若万松和尚 （行秀） 仰答， 龙严林泉老

人颂。① 其第二问是：
［问］ 玄、 玄玄处亦须呵。 且道有甚么过？
［答］ 罪不重科。
［颂］ 罪不重科， 闲管多罗。 未语已前早错， 那堪变态诸讹。 阿呵呵， 玄与玄玄争

甚么。［１８］７０１

行秀， 即万松行秀， 宋末元初之曹洞宗名僧； 从伦， 号林泉， 元初曹洞宗禅僧， 生卒年不

详。 参谒燕京报恩寺万松行秀有省悟， 为其法嗣， 初住万寿寺， 并继其师主持报恩寺。 上述问

答， 仍是宋代禅门风气。
上述使用 “罪不重科” 一语的禅师， 较早的为云门二世韶州广悟禅师， 即韶州双峰山竟钦

和尚 （９１０—９７７）； 次为洞山守初禅师 （９１０—９９０）， 他们均圆寂于入宋之后 （分别为宋太宗太

平兴国二年、 太宗淳化元年）②； 第三是云门宗第四世雪窦重显 （９８０—１０５２）， 卒于仁宗皇祐四

年， 三人皆属北宋。 只有临济宗第十四世密庵咸杰禅师 （１１１８—１１８６）， 生于北宋末的徽宗重和

元年， 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跨越两宋。 而万松行秀 （１１６６—１２４６） 禅师， 为曹洞宗第十

四代宗主， 金、 元两朝， 皆受礼遇。 因而， 准确地说， “罪不重科” 一语， 至晚在宋初即被禅门

借用， 绵延两宋直至金、 元。
２． 衙门的 “罪不重科”
从记载看， 至晚到南宋孝宗 （１１２７—１１９４） 时， “罪不重科” 已见诸案例描述。 虽比禅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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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玄百问》 一卷， 又作 《通玄问答集》。 青州一辩法嗣宋代僧通玄圆通问， 万松行秀答， 南宋理宗淳祐四年 （１２４４）
刊行。 收于 《续藏经》 第 １１９ 册。

分见 《景德传灯录》 卷 ２２ 《韶州双峰山竟钦和尚》， 《大正藏》 第 ５１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７２ 年， 第 ３８５
页； 《禅林僧宝传》 卷 １０ 《双峰钦禅师》，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７４ 页； 《禅林僧宝传》 卷 ８ 《洞山守初禅师》，
第 ５８ 页。 参见葛洲子： 《北宋云门宗僧人数量考实》，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期。



用晚了百年， 但毕竟为我们穿起了考察的线索。
南宋洪迈 《夷坚支庚》 卷 １０ 《吴淑姬、 严蕊》 载：

又， 台州官奴严蕊， 尤有才思， 而通书究达今古。 唐与正为守， 颇属目。 朱元晦提

举浙东， 按部发其事， 捕蕊下狱。 杖其背， 犹以为伍伯行杖轻， 复押至会籍， 再论决。
蕊堕酷刑， 而系乐籍如故。 岳商卿霖提点刑狱， 因疏决至台， 蕊陈状乞自便。 岳令作

词， 应声口占云：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身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

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岳即判从良 （景裴说）。［１９］１２１７

洪迈 （１１２３—１２０２）， 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 进士， 淳熙年间， 知婺州； 官至翰林院学士、 资

政大夫、 端明殿学士、 宰执， 著有 《容斋随笔》 《夷坚志》 等。 至宋末元初周密 《齐东野语》
卷 ２０ 《台妓严蕊》：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 欲摭 （唐） 与正之罪， 遂指其尝与蕊为滥。 系狱月

余， 蕊虽备受棰楚， 而一语不及唐， 然犹不免受杖。 移籍绍兴， 且复就越置狱， 鞫之，
久不得其情。 狱吏因好言诱之曰： “汝何不早认， 亦不过杖罪。 况已经断， 罪不重科，
何为受此辛苦邪？” 蕊答云： “身为贱妓， 纵是与太守有滥， 科亦不至死罪。 然是非真

伪， 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 虽死不可诬也。” 其辞既坚， 于是再痛杖之， 仍系于狱。 两

月之间， 一再受杖， 委顿几死……。［２０］３７４－３７６

《齐东野语》 保留了 《夷坚志》 描摹的主线， 通过劝其招供的狱吏之口， 道出了司法上的规

则——— “况已经断， 罪不重科”。 严蕊更具有了不肯自诬也不诬人的侠义形象。
明末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 卷 １２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载：

严蕊到了监中， 狱官着实可怜他， 分付狱中牢卒， 不许难为， 好言问道： “上司加

你刑罚， 不过要你招认， 你何不早招认了？ 这罪是有分限的。 女人家犯淫， 极重不过是

杖罪， 况且已经杖断过了， 罪无重科。 何苦舍着身子， 熬这等苦楚？” 严蕊道： “身为

贱伎， 纵是与太守有奸， 料然不到得死罪， 招认了， 有何大害？ 但天下事， 真则是真，
假则是假， 岂可自惜微躯， 信口妄言， 以污士大夫？ 今日宁可置我死地， 要我诬人， 断

然不成的！” ［２１］１４８

这段在周密基础上再加刻画。 道理上 “已经断过， 罪无重科” 以及实际中 “虽然发落已过，
这里原要决断” 与 “再加痛杖” 两个方面的强调， 重复了周密记载， 还算忠实地保留了原作的

核心要素。
周密记严蕊事渲染过度， 那么， 其所涉及的 “罪不重科” 是否真实？
从周密记载看， 说出 “罪不重科” 的是绍兴府的 “狱吏”。 明凌濛初小说中说出这句话的，

是绍兴府监狱的 “狱官”， 即具有领导地位的监狱长； 但绍兴知府重述了 “罪不重科” 的话：
“虽然发落已过， 这里原要决断”， 因而带出监狱， “再加痛杖”。 这明示了上下都知道这一规则，
至少南宋时是这样。 因而， “罪不重科”， 北宋僧人说宋制， 南宋士人记宋事， 其在宋代是制度，
已然是事实。 所以， 我们说 “罪不重科” 出现于两宋， 是有充分依据的。

（二）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在明代

明代的 “罪不重科”， 是与 “官无悔笔” 一起出现的， 这是它的语境。
１． 酒令引俗语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明冯梦龙 《古今谭概》 第 ２９ 《谈资部》 “梅、 郭二令相同” 条， 引袁节推 《酒令》 云：

苏州钱兼山、 郭剑泉二宦， 初甚相善， 晚以小嫌成讼。 袁节推断之， 未服。 某宦置

酒解和， 并邀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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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为令曰： “良字本是良， 加米也是粮。 除却粮边米， 加女便为娘。 语云： 买田不

买粮， 嫁女不嫁娘。” 盖有所刺也。
钱曰： “其字本是其， 加水也是淇。 除却淇边水， 加欠便成欺。 语云： 马善被人

骑， 人善被人欺。”
袁曰： “禾字本是禾， 加口也是和。 除却和边口， 加斗便成科。 语云：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某宦执酒劝曰： “工字本是工， 加力也是功。 除却功边力， 加糸便成红。 语云： 人

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２２］９０４－９０５

既然说 “拆字入俗语二句”， 故各人的 “语云”， 都是流行熟语， 且前后两句都有连带关系。
首先， 郭剑泉所说俗语有 “买田” “嫁女” 事， 估计两家争端也因其间的买卖、 婚配引

起①， 或因买田时过割钱粮不顺， 或因婚配受到母亲的过多干预； 钱兼山回应说， 他在此间受到

了欺负， 老实人声称遭遇了不公平。 “买田时不能把田赋也一起顶下， 就像嫁女时不可能连亲娘

也要一起嫁来。”②

其次， 袁节推是断案官， 这次仍以对双方的劝和以及规劝服判为主线， 关键词一是 “和”，
二是 “科”； 我既然加 “口” 劝和， 你们就不要加 “斗” 成科， 在规矩上， 我不能推倒判决，
再重新判决一次。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指官员判案要慎重， 一旦判决， 便不能更改。 重， 重

新； 科， 判刑。
最后， 劝和的官员说 “人无千日好”， 该句本指人的青春短暂， 此处比喻友情难以持久； 也

即朋友间出现纠葛也属正常， 要理解， 关键是体味劝和者的 “加力” 之 “功”， 请双方看在以前

交情的份上， 重修旧好， 不要再算旧账， 加深嫌隙。
清周亮工 《字触》 卷 ５ 《钱兼山、 郭剑泉》 引袁节推俗语， 与冯梦龙 《古今谭概》 所载相

同。［２３］８２清杜文澜撰 《古谣谚》 卷 ７０： “袁节推引俗语。 《谭概》： 袁节推酒令引俗语云： ‘官无

悔笔， 罪不重科。’ ” ［２４］７９１－７９２

按， 袁节推， 名汝是， 字公儒， 号泽门， 人称定山公， 《明史》 无传。 从交游看， 袁节推与

沈炼、 陈鹤、 黄廷用、 欧大任、 黎民表等人交往颇深， ５ 人皆与其有诗词唱和， 且多为送行诗。
从诗中可以考见袁节推的任官及经历。

袁汝是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 中进士， 释褐为松江府推官。 他与钱兼山是同年进士。 处理

钱、 郭讼争案件以及行酒令， 都是他任松江府推官的嘉靖三十年 （１５５１） 至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
间的事。 之后他便入京做了给事中。

明沈炼 《青霞集》 卷 １ 《赠袁节推考绩序》， 叙及袁节推履历： “公以弱冠之年， 射策高等，
出掌刑狱之司， 以弼方牧之职。” ［２５］１７同卷 《送袁节推考绩序》 又云： “余郡推袁使君之莅吾越，
束带而视事， 庭宇肃然， 怀私望幸者股栗而退缩， 含冤茹苦者不言而昭露， 片辞发口而群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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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敬錞： 《宁夏輶轩录》 云： “财赋与金融。 宁夏财政， 最宜注意者， 厥为田赋问题， 因其流弊日深， 故其应行整顿尤

切。 考其积弊， 约有数端： （一） ……； （二） 民间买卖田地， 固亦常有， 但县府红册， 所载姓名， 仍系道、 咸之时， 而农民

又多狃于 ‘买田不买粮’ 之恶习， 致成有田无赋， 或有粮无地之弊； ……以上皆为土地制度之流弊， 而田赋所以税减也。 ……
然则欲图根本均平之方， 而增税赋收入之裕， 必需从清丈着手， 为当务之急。 ……” 《东方杂志》， １９３４ 年第 ３１ 卷第 １０ 号， 上

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
卢润祥： 《我国俗语研究的新贡献——— 〈中国俗语大辞典〉 评介》， 《语文建设》， １９９０ 年 ４ 期。 “买田不买粮， 嫁女不

嫁娘” 指买田地不能把土地的各种赋税也算在买价内， 嫁女儿不能把女儿的母亲也陪嫁出去， 指做生意要合情合理。 粮： 旧指

征收的土地税以及各种捐税。



魄， 垂墨在牒而舞文之吏束笔也， 是以不出堂序， 而亷平之化布于穷谷。” ［２５］１７－１８袁节推 “莅吾

越” “余郡”， 即松江府； “郡推”， 即推官。 《明史》 卷 ７５ 《职官志四》： “府。 知府一人， 正四

品； 同知， 正五品。 通判无定员， 正六品； 推官一人， 正七品。 ……推官理刑名， 赞计典。 各府

推官， 洪武三年始设。” ［２６］１８４９可知， 袁节推初官为松江府推官。
综上， 关于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系明人引明语， 一方面它表明宋、 明为一系， “罪不

重科” 为两朝前后相承的原则； 另一方面， 它又与 “官无悔笔” 结合成句， 有语境创设之效。
就前者而言， 从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两句的关系来看， 后者 （罪不重科） 是说明前者 （官
无悔笔） 的： 之所以 “无悔” 或 “不悔”， 是为保证判决的稳定性、 严肃性， 从而使得一罪不再

被重新科断或第二次科断。 但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句式， 无疑规定了 “官无悔笔” 的语境，
“无悔” 是针对 “罪不重科” 的。 这一点， “官无悔笔” 在后来的使用上， 也是突出了其严肃性

甚至稳定性的一面。 如 “君无戏言， 官无悔笔” ［２７］１９３， 君言、 官笔被视为同等的东西， 都严肃、
正式、 权威而应予信守； 相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民可戏言， 官无悔笔”①［２８］６７２， 老百

姓可以随便说话， 开玩笑， 关系不大； 官府办事却要慎重， 下笔便不能反悔、 改动。
南宋衙门的 “罪不重科”， 语境属刑事之罪， 具体说， 涉及的是杖刑。 是否其他刑罚也适

用， 书缺有间， 不好揣测。 明代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场景是民事争讼。 至清代， 李绿园

《歧路灯》 第 ６９ 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虎镇邦发话道： ‘这赌场已经县里断

过， 料着罪无重科。 我只是要银子。’ 盛希侨道： ‘谭贤弟， 这事经过官么？’ 绍闻道： ‘经过

官。’ 盛希侨笑道： ‘姓虎哩， 收拾起罢。 赌博经官， 这悬赃就是该入库的。 你家有库， 我就缴；
你若无库， 俺弟兄们就不欠你一分一厘。 我有罪， 请回罢。 俺还有正经话计议哩。’ 虎镇邦无言

可答。” ［２９］４９５则可能涉及刑事罪。
２． 官箴中的 “罪无重科”
明代官箴中有 “罪无重科”， 可见酒令所引俗语， 也不是绝响。
明不著撰人 《牧民政要·慎罚 （凡十六条） 》， 有三条主张 “勿再罚” 的箴言， 值得重视。

文云：
事经两衙门勿再罚。 一事告两衙门， 尊则归之， 相等则分之。 倘彼先追罚， 则此置

不问可也。
事经问结后勿再罚。 人民构讼， 每有牵扯问结之事者， 官为查卷置之， 止以今事断

之， 罪无重科也。
一人同时两犯勿再罚。 二罪俱发， 以重者论； 罪各等者， 从一科断。 若前发已经论

决， 后发若等， 勿论； 重者， 更论之。 亦通计前罪， 以充后数。 此律文一定， 不得

擅违。［３０］６８２－６８３

第三条， 属于数罪并罚问题， 无论同时 “俱发露”， 还是前后 “发露”， 基本实行重罪吸收

轻罪原则。 “此律文一定， 不得擅违”， 见 《大明律·名例律》 “二罪俱发以重论” 条， 《大清

律》 同。 虽说也是 “勿再罚”， 但与 “罪不重科” 无关。 先予排除， 在此不作讨论。
第一条， 同一件事告到两衙门， 如果两衙门有高下之分 （级别不同， 尤其两者具有管辖关

系者）， 则低级官署之案应归并到高级官署， 合并处理； 如果两衙门没有高下之分 （同级）， 则

各由所告官署追问。 ……自然， 这里的细节， 箴言没有明确提供。 比如， 两衙门之间的关系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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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伦： 《睁睁眼》： “有道是： 民可戏言， 官无悔笔。 这事你看着办吧！” 参见马建东、 温端政主编： 《谚语辞海》， 上

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７２ 页。



是层级高低不同且具有管辖关系的机构， 则存在一个越诉问题。 从可以 “归之” 以及 “分之”
的情况看， 这里主要指平行机构。

第二条， “事经问结后勿再罚”， 已问罪结案则不再罚， 明言 “罪无重科”， 最为直接、 明显

和确定。 从其叙述看， “牵扯” 到 “问结之事”， 官府可以查案卷， 但要置之不理。 仅仅以所告

“今事” 断之， 已经 “问结” 之往事， 虽告也不再追罚。

三、 三度提及 “官无悔判”： 制度创新背景及现代意义挖掘

“官无悔判”， 继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提、 １９５２ 年再提之后， 到 ８０ 年代中期至今， 已经是第三

度提及了。 今日提及 “官无悔判”， 与前两次的批判虽没有直接关联， 大多是由现实的司法或者

审判所存在的问题而引发， 但深层问题却仍是制度、 理念的取舍。 而理解不同、 立场不同， 论者

大抵可分为两个阵营， 一为否定派， 二为肯定派； 在前者， “官无悔判” 被当作坏传统； 在后

者， 则被视为好传统。
（一） 被当作坏传统的 “官无悔判”
１． 反封建遗留， 继反其当今变种

否定派认为， “官无悔判” 是封建主义遗毒， 应当彻底扫除， 但其间又有区别， 可以分为

两派。
（１） “官无悔判” 被理解为官府或官员为自保而不改正错误判决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一本白话故事集， 对北宋向敏中所断一个案件的解读， 使用了 “官无悔判”
一语。 此事原载宋司马光 《涑水记闻》 卷 ７ 《辨僧冤狱》：

……有僧……掠治， 僧自诬。 ……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 吏食于村店， 店妪闻其自

府中来， 不知其吏也， 问之曰： “僧某者， 其狱如何？” 吏绐之曰： “昨日已笞死于市

矣。” 妪叹息曰： “今若获贼， 则何如？” 吏曰： “府已误决此狱矣， 虽获贼， 亦不敢问

也。” 妪曰： “然则言之无伤矣。 妇人者， 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杀也。” 吏曰： “其人安

在？” 妪指示其舍。 吏就舍中掩捕， 获之。 案问具服， 并得其赃。①

其中 “吏曰： ‘府已误决此狱矣， 虽获贼， 亦不敢问也’ ” 一句， 编者翻译为： “那官吏说：
‘官无悔判， 就算是判错了也要错到底。 现在即使抓住了真的凶手也不会再追究了’ ”。［３１］６５这是

说： 府官为回护前短， 不敢纠错、 不会翻案， 只会将错就错。 这里的 “官无悔判”， 是官府或官

员为自保而不改悔错误判决， 反映封建官员们的自私、 算计， 自然缺乏爱民意识、 反省精神、 职

业操守。 其实， 宋代只有 “罪不重科”， 尚无 “官无悔判 （笔） ” 与之形成组合； 而且这里的

“误决不敢问”， 也绝无 “一事不再理” 意味。
如此意义上的 “官无悔判”， 当今也有人持这种认识。 ２０１３ 年， 龙宗智教授撰文探讨聂树斌

案件之申诉与再审的波折云：
然而， 驳回聂案申诉， 除了对个体的不公正， 将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社会公

众和专业人士对此案的长期质疑。 为什么对一个可能的错案 （而且研究过此案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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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光撰， 邓广铭、 张希清点校： 《涑水记闻》，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４０ 页。 《涑水记闻》 该句 “吏曰：
‘府已误决此狱矣， 虽获贼， 亦不敢问也。’ ” 桂万荣 《棠阴比事》 “向相访贼” 作 “吏云： ‘府已误决， 不复敢问。’ ” 明冯

梦龙 《智囊全集》 第 ３ 部 《察智·向敏中》 作 “曰： ‘已误决此狱， 虽获贼亦不问也。’ ” 前二书皆强调情绪倾向的 “不敢

问”， 后者无。



人可能认为错案概率不小） 不纠正， 仍是 “官无悔判”？ 还是 “讳疾忌医”？ 质疑之声

难免长期不绝于耳。 受损害的， 仍然是司法的公信力。［３２］

大抵把 “官无悔判” 看作是封建遗毒的变种而予以质问， 将其作为现实批判的工具。
（２） “官无悔判” 被理解为官府或官员为维护官威而拒绝改变判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彭真之子傅洋律师接受采访时说： “父亲领导政法工作时， 一贯在领导执法机

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 强调必须严禁非法拘禁、 严禁 ‘逼供信’， 反对 ‘官无悔判’ 的封

建执法观” ［３３］。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傅洋接受了 “深读” 的专访， 又一次讲到父亲 “一方面领导

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 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 ‘逼供信’， 批判 ‘官无悔判’ 的封建

执法观”； 并提到父亲在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 “错捕、 错判要坚

决纠正、 平反，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 是实事求是、 光明正大的， 不冤枉好人”。 傅洋

表示： “在当下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 不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 不管是否终结， 只要发现了错误

就应该纠正， 不应当有 ‘官无悔判’ 的思想。” ［３４］

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 来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与官府、 官员自保而不改悔， 境界自然不

同； 而 “官无悔判” 有一层意义， 包含了封建时代官员所秉持的理念在内。 尽管其中不免反映

封建的司法专横、 颟顸作风， 但毕竟也有可取处。
比如， 清代杨乃武、 小白菜案， 今人解读时， 也有加上 “官判无悔” 一层的。 情节是： 余

杭知县刘锡彤将杨乃武、 小白菜及相关卷宗押送杭州府。 该案初审结束， 正式进入二审程序。 今

人议叙其故事云：
不过， 刘锡彤认为杨乃武不在余杭的证词是伪证， 不值得上报， 就擅自扣压。 而

且， 他在初审报告中， 谎称试毒的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 结果 “青黑不去”， 与 《洗冤

录》 所载服砒中毒情形一致等。
在古代官员脑子里头往往有这样四个字儿———官判无悔， 我一开始就做出这样的判

断， 而且在我的眼中， 杨乃武、 小白菜如果真有染的话， 那是大逆不道的事儿， 那是伤

风败俗的事儿， 那做官的一定要对这种事儿严惩不贷， 心中那种厌恶就已经带出来了，
再加上官判无悔， 刘锡彤自然不会轻而易举改变自己的观点。［３５］１８０

这样的议论， 虽属揣测， 但大抵符合情景中的官员逻辑。 它与 “误决不敢问” 的惧怕承担

误判责任不同， 此处则是他自信自己出于公心， 并且坚信自己措置无误， 且他要维护的是官署的

权威， 类似 《十五贯》 中的 “过于执”。
当然， 区分这两种对 “官无悔判” 的理解， 有时也很困难。 ２００５ 年， 检察官徐志刚在分析

“相当一部分冤错案件的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 （刑事） 赔偿” 时， 讲了 ４ 个原因。 其中一个是

“在 ‘维护司法机关权威’ 的旗帜下， ‘官无悔判’ 的观念仍占统治地位”。［３６］ “官无悔判” 是

维护官威的古老而堂皇的借口。 ２０１０ 年， 董开军大法官指出， 近年来 “错案或瑕疵案” “纠正起

来相当不容易” 的原因， 其中 “一个很大的障碍在于思想上存在 ‘官无悔判’ 的观念”； 其表现

是 “先入为主， 固执己见， 不愿改、 不想改”。［３７］

（３） 与 “官无悔判” 相伴随的旧时代某些政法制度、 法律原则、 司法现象

与 １９５２ 年的批判相隔 ３０ 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官无悔判” 又被人们重新提起。
１９８５ 年， 黄明利撰文提出清除 “官无悔判” 习气， 主张 “整顿现有司法干部队伍”， 其中

思想整顿就包括 “进一步清除办案中 ‘左’ 的思想影响， 杜绝徇私枉法现象； 扫除官无悔判习

气” ［３８］， 大抵将其划入旧时代的遗留。 １９８７ 年， 冯永政撰文指出： “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可低

估， 至今还因袭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 如： ‘治民’ 主义、 义务本位、 法自君出、 以刑代法、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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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政治、 官无悔判等。 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 又和我国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奴

才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结合在一块， 形成了十分奇特的混血儿” ［３９］。 将其归类为封建主

义、 封建法律文化， 而且明确指出其还混杂了其他。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冯玉军教授在电视台

讲述明清两朝奇案的来龙去脉， 其两条主线， 一则是 “分析这些案件产生的历史、 文化、 政治、
体制和技术等原因”， 二则是 “详细探讨了君主专制、 司法专横、 有罪推定、 刑讯逼供、 官判无

悔等封建司法痼疾”， 过程中又 “一一阐明了各种法律程序以及罪行证据的甄别查实问题”。［４０］

其间， 单讲 “官无悔判” 的虽也有， 周卫平、 江必新说： “在封建社会， 官无悔判被当成维

护专制统治威严的重要条件” ［４１］８２， 但相对较少。 如前所述， 大多数研究者是将 “官无悔判” 与

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 （如君主专制、 法自君出、 以刑代法、 刑讯逼供）、 法律原则 （治民主义、
义务本位、 有罪推定）、 法律现象 （清官政治、 司法专横、 徇私枉法） 等一并提及。 其中 “官无

悔判” 的用法， 有属于第一种理解者， 徇私枉法等现象往往与其相伴随； 有属于第二种理解者，
清官政治、 司法专横等现象往往与其共生， 但多数偏向于前者。

２０１６ 年， 老律师林洪楠直言： “如果不改变 ‘官言九鼎、 官官相护、 官无悔判’ 的现状， 冤

假错案就还会发生” ［４２］。 他所 “代理的一些案件已经获得了平反， 但他却认为还远远不够。 因

为很多案子的真凶并未缉拿， 追责也难以启动。 ‘有一些领导现在还在位， 他不愿意去追责， 一

追就追到他头上了。’ ” ［４２］

２００９ 年， 就有研究者指出 “司法申诉难， 主要原因是 ‘司法潜规则’ 的拦路虎阻截， 那就

是 ‘官不悔判’ ”。 因为， “到法院申诉， 要求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实质就是， 到法院告法院，
告法官。 这就很难避免部门保护， 很难打破关系网”：

悔判， 还是不悔判？ 悔， 则面临责任追究， 可能权杖不保， 还要 ‘得罪人’： 得罪

领导， 得罪同事， 或者得罪下属， 害怕以后自己不小心也有把柄被别人抓住， 招徕报

复， 甚至招灾引祸； 不悔， 则等同于将错误坚持到底， 但只要不翻案， 个人乃至个人背

后的集体的风险都会大大降低， 还不会 ‘得罪人’： 不会得罪领导， 得罪同事， 或者得

罪下属， 不必害怕以后招徕报复， 招灾引祸。［４３］１４７

因之， 由于与现实的利益交集， 构成了 “官无悔判” 旧传统继续存在的基础。 这是无数具

体利益考量之间的纠结。 人们要求肃清 “官无悔判”， 就是因为当下总有司法机构回护自

己———讳疾忌医、 坚持错误。
必须指出的是， 对 “官无悔判” 的第一种理解， 是当代人望文生义的误解， 人们把它看成

“官言九鼎、 官官相护” 封建时代的官场病。 法学教授、 律师、 法官、 检察官们皆认定 “官无悔

判” 观念或习气的封建司法属性， 认为其是痼疾， 应反对， 应批判， 应根除。 而认定其封建性

质， 着眼点不在过往而在今日， 在于它在当今的变种或者现实表现———护短而不改悔。 这种批评

虽然往往有的放矢， 但给人以 “借题发挥” 的印象。 尤其是它的本来语境， 是 “官无悔笔， 罪

不重科”， 真正的意义在 “罪不重科”， 即 “官无悔笔” 是形式， “罪不重科” 才是内容。
２． 制度创新与制度改进背景下的反 “官无悔判”
进入 ９０ 年代之后， 反对派在提及 “官无悔判” 时， 多与司法新制度的创设与执行有关， 因

而 “官无悔判” 多是作为新制度的反衬而出现的。
（１） 行政诉讼制度的创设

１９９１ 年， 鉴于 “行政执法不良” 及行政诉讼提起之难， 春茹、 陆石认为： “两千多年的积淀

毕竟太深厚， ‘官本位’ 的潜在影响使我们的一些行政官员仍难免颐指气使， 而由 ‘草民意识’
所派生出来的 ‘怕讼’ ‘耻讼’ 以及 ‘民不告官’ ‘官无悔判’ 等封建社会意识， 也还没有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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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４４］。 １９９９ 年， 肖峰昌评价行政诉讼的作用， 谓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试行） 》 第三条规定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 适用本法规定’。 这一

规定打破了 ‘下不犯上’ ‘官贵民轻’ ‘官无悔判’ 等延续了几千年的陈腐观念， 开创了我国行

政诉讼制度的先河” ［４５］。 １９８９ 年 《行政诉讼法》 颁布， 违法行政行为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２） 国家赔偿制度的创设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一部 《国家赔偿法》 正式颁布，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 该法规定了行

政赔偿、 刑事赔偿两类赔偿， 这在我国是个创举。 这样， “以宪法规定为依据， 以 《国家赔偿

法》 为核心， 以其他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为辅助的中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 自此在拥有数千年

‘官贵民轻’ ‘官无悔判’ ‘官官相护’ 封建传统的中华神州大地正式确立” ［４６］。 ２００５ 年， 面对

国家赔偿制度实施 １０ 年来，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差强人意的局面， 陈春龙从思想根

源和制度层面做了深入剖析： “ 《国家赔偿法》 的贯彻实施难， 首先是观念上的原因， 我们有着

数千年的 ‘官贵民轻’ ‘民不告官’ ‘官无悔判’ 的封建传统。 官府把你抓了就抓了， 错了就错

了， 放了你你还要感恩戴德， 怎么还要向你 ‘赔不是’？ 老百姓心中根本没有向国家索赔的意

识， 官员心中的认识也不到位” ［４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国家赔偿法》 的制

定和实施， 改写了几千年封建社会 ‘民不告官’ ‘官无悔判’ 的传统， 开启了 ‘官赔民’ 的新

制度， 标志着保护人权的宪法基本原则得到了庄严兑现， 揭开了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建设的新篇

章” ［４８］。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国家赔偿法》 施行 ２５ 周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接受访谈时说：
“制定国家赔偿法、 建立国家赔偿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法治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２５ 年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正式施行， 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 具有重大的

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因为它进一步改写了我们几千年封建社会 ‘民不告官’ ‘官无悔判’ 的传

统， 开启了 ‘官赔民’ 的新制度， 翻开了民主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４９］。
（３） 审判监督程序或再审制度的完善

进入 ２１ 世纪， 对 “官无悔判” 的议论， 不再局限于宏观议论或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一隅，
而多与审判监督程序或再审等司法制度相联结。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王利明教授著书论证审判监督程序的必要性时说： “错误的裁判是客观存在

的， 对此我们应当从严执法， 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 纠正失误的裁判， 这样才能体现实

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才能充分体现司法机关忠实于法律、 忠实于事实的精神。 如果采取

‘官无悔判’ 的封建的司法原则， 对这些错误的裁判不予纠正， 既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 也不利

于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正是为了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 因发现确有错误而应当予以纠

正， 法律设定了审判监督程序” ［５０］４７４。 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何兵、 潘剑锋发表论文， 一方面强调我

国的 “再审” 是 “在制度设计时坚持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原则， 意欲通过完备的再审制度

使案件事实得以真实地、 完整地再现， 彻底扫除 ‘官无悔判’ 的封建思想； 强调无论在事实认

定或法律适用上， 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 另一方面指出在我国三大诉讼中

皆有的再审制度， 实践中未能维持判决的安定性， 与世界各国立法皆采 “一事不再理” 原则的

主流不合， 有改造之必要，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方向和措施。［５１］

无疑， 与封建法律制度 （官贵民轻）、 法律原则 （民不告官、 下不犯上）、 诉讼观念 （怕讼、
耻讼）、 法律现象 （官官相护） 等并列的 “官无悔判”， 大略也具有制度、 原则、 观念、 现象的

品质和成分。 最重要的呈现是， 与 “官无悔判” 相反对的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程序所体现的实

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出现的新问题： 一则 “实践中未能维持判决的安定性”， 二则 “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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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立法皆采 ‘一事不再理’ 原则的主流不合”， 为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造方向和措施。 这

是一个新的气象， 预示着 “官无悔判” 可能回到了它本该着落的地方———反 “官无悔判”， 损害

了 “既判力” （１９４３ 年延安谢老日记） 和 “安定性” （２０００ 年）， 因而可能有必要回归主流： 中

国也应采取世界各国立法皆采取的 “一事不再理” 原则。 而这， 是 “官无悔判” 的本义 “罪不

重科” 之真正所在。
（二） 被视为好传统的 “官无悔判”
肯定派对 “官无悔判” 的肯认， 直将其视为判决安定性、 权威性的代表， 这符合其 “罪不

重科” 的语境。
１． “官无悔判” 所肯认的判决安定性、 权威性

２００６ 年， 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受贿案， 县法院一审判五年， 永州市中院二审

判三缓四， 湖南省高院撤销市中院判决， 指定其再审。 江苏省泰州市检察官邹云翔， 撰文 《别
忘了 “官无悔判” 》， 云：

中国古代就有一句 “官无悔判” 的说法， 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尊重生效判决，
在不损害原案当事人正当期待的前提下， 维持生效判决的安定性。 可是湖南省高院却以

再审的形式， 撤销了一个有利于原案被告人的生效判决， 而以给其更重刑罚为宗旨， 启

动了再审程序。 这样非常规、 涉嫌违反正当程序的做法， 让人吃惊。［５２］

这是刑事程序的古今对比。 民事程序领域也有类似比较。
２００６ 年， 毕玉谦论民事再审云： “根据诉权基本原理以及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 当事人是提

起再审之诉的主体， 甚至应当是唯一的主体。 人民法院 （包括院长在内） 不应作为这一主体，
这是由法院面对诉讼事件所处的中立性、 消极性、 被动性地位所决定的。 法院所作出终局裁判的

一个重大司法功能在于定纷止争， 宣告解决纠纷的程序已到此完结， ‘官无悔判’。 因此， 由法

院作为主体主动提起再审， 从而使得原本在法律上已经完结的程序重新开始， 这既有违法院的审

判职能， 又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５３］。
２０１１ 年， 徐纯志撰文， 建议民事程序 “设置有限三审终审制”， “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和当事

人申请再审的程序规定”。 指出：
二审后如不是法律适用问题、 当事人无法提起三审或当事人不提出法律适用问题三

审而致裁判生效， 亦属正常经过两审法官把关的生效裁判， 法院亦不可自提再审、 更不

应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 所谓 “官无悔判” 是也。 这个词虽是反映了封建司法官吏的

司法原则， 在当时诉讼救济程序不完善情况下， 确实不妥， 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但现在诉讼程序完善了并能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 不服一审可上二审， 有的还

可打三审， 程序的设置足以使错误的裁判得到上级法院的纠正， 因此， 本级法院不宜再

对自身作出的裁判加以否定， 否则权威难塑， “官无悔判” 在现代司法理念中焕发出新

的现实意义。［５４］

作者甚至期待将 “官无悔判” 纳入现代司法理念中， 使其焕发出新的现实意义。
２． 从否定 “官无悔判”、 坚持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到赞成引进国外司法理念与规则、

原则

刑事诉讼法学界一些学者曾秉持司法机关应当积极、 主动纠错的再审理论， 因而起初对

“官无悔判” 是持批判态度的。 １９９３ 年， 徐益初研究员写道：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 不论是从

审查范围的全面性， 申诉权利的广泛性， 监督职权的普遍性等方面， 对于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 裁定中的错误， 是采取了积极的、 主动的态度，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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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所谓的 ‘官无悔判’ ‘法言难改’ 的资产阶级法学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５５］３３４。
对再审及 “官无悔判” 的这一看法， 作为书籍主编的陈光中教授， 应该是支持的， 至少是

默许的。 然而， 随着 １９９８ 年我国签署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①， 陈光中教授及

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许多人， 开始主张 “理性地对待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的指导思想， 认识

到其在刑事再审中的局限性， 应使其与司法公正、 人权保障、 程序的安定性等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相结合， 以指导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 ［５６］。 ２００５ 年， 陈光中教授撰文讨论引进和确立 “禁止双

重危险原则”， 指出 “传统观念强调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单纯追求实体公正， 存在着历史

的局限性， 必须加以改革和更新”； 主张 “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 纠正错判和既判

力理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

正并重的目的”。［５７］２００６ 年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 中， 陈光

中教授主张确立相对的 “一事不再理” 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改革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５８］１２， 增

加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 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５８］２６５条款， 建议对启动再审尤其是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 规定严格的条

件。［５８］６３７２０１３ 年陈光中教授主编 《刑事诉讼法》 教材 （第五版）， 谈到 ２０１２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 指出其 “对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尚未到位， 《刑事诉讼法》 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引进和确立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５９］３９０－３９１为其一大不足②， 重申了其主张。
刑诉法学界从认同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原则， 到认同 “禁止双重危险” 原则， 这一变

化， 被王敏远称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 “转型”。［５６］但实际上， 陈光中教授提出将 “追求公

正、 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 仍是折中的———没有完全否定实事

求是、 有错必纠原则、 理念， 而是为其留有余地； 同时引进既判力理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３． 理念转变与两大法系原则的选择问题

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 陈光中教授从强调程序的安定性、 既判力理念， 到提出引进禁止双重

危险规则， 再到建议确立相对的 “一事不再理” 原则， 前后有个微小变化。 大陆法系讲一事不

再理， 英美法讲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中国学者及法官、 检察官， 在这方面各有选择。
倾向于英美法范畴的有其代表。 ２００６ 年， 邹云翔检察官指出， “现代法治要求， 法院依法对

被告人作出的判决裁定一旦生效， 根据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追诉的原则， 将不得再行起诉”。
并且 “不能因为法官们判断的不同而使得当事人蒙受双重起诉的风险” ［５２］。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福建省

平潭县发生的念斌投毒案， 李玉华教授谓其 “将禁止双重危险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 ［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下旬，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念斌作出无罪的终审判决， 但在 １１ 月， 当念斌到有关部门

办理出入境手续时， 被告知限制出境。 据悉是因平潭县公安局已于 ９ 月对投毒案重新立案， 并将

念斌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２００６ 年发生的这起案件， 让念斌经历了四次死刑判决、 八年牢狱

之灾。 龙宗智教授指出： 现在， 以同一事实将无罪定谳公民再度确定罪嫌并对其启动刑事程序，
使公民面临 “双重危险”， 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引起社会普遍质疑。［６１］

倾向于大陆法系范畴并认为中国的 “官无悔判” 与大陆法系 “一事不再理” 相近的， 也大

有人在。 ２０１７ 年，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胡云腾大法官， 就孙宝国等人再审案答记者问时

说： 在 “生效裁判的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总体上并无错误” 的情况下， 其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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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１４ 条第 ７ 款规定： “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

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批评 ２０１２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没增加 “禁止双重危险” 原则的学者很多， 如周国均、 刘根菊： 《新 〈刑事诉讼法〉

的三大助力之法理蕴涵探究》，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期。



“既判力、 安定性和权威性应当予以尊重和维护”。 他指出： “我国刑事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一

事不再理原则， 也没有规定 ‘官无悔判’ 之类的原则， 但是， 人民法院的判决一旦作出， 非经

法定正当程序不得改变， 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一项法治原则。” ［６２］ ２０２０ 年， 袁春湘发

文认为 “西方国家自古罗马以来实行 ‘一事不再理’ 原则， 所谓 ‘官无悔判’， 坚持既判效

力” ［６３］３。 ２０２０ 年， 张建伟撰文云： “再审难， 有其诉讼机制原因。 诉讼案件， 一旦形成确定判

决， 就形成既判力。 乌尔比安曾言： 已决案件被视为真理。 这就是说， 裁判一旦作出并且生效，
应当保持稳定， 不容许随意改变。 我国古代也有 ‘官无悔判’ 的说法， 意思是判决一旦作出，
司法官员既而悔之， 亦不得朝令夕改， 使变动不居” ［６４］。

在这方面， ２００１ 年， 谢佑平教授提出协调诸种 “诉讼价值”， 使得多元兼容、 相互制衡， 是

一种很好的思路。 如对 “一事不再理” 原则的重新诠释和使用， 合理抑制 “实体真实” 这一价

值目标， 使之与人权保障、 诉讼效益另外两个价值目标实现平衡。［６５］改变过去 “实事求是、 有错

必纠” 原则下追求 “实体真实” 这个单一的、 绝对的价值目标的状态。
２０１４ 年， 施鹏鹏教授撰文， 除了解读大陆法系刑事既判力理论的历史生成、 当代意涵、 理

论依据、 效力类型以及阻却制度等基础问题外， 该文认为： 中国在刑事诉讼制度上与大陆法系主

要国家和地区 “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较英美法系 “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因而英美法系的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重在程序的形式正义， “与中国时下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传统存在严

重的价值、 制度乃至技术冲突”； 而大陆法系的 “一事不再理” ———既判力的否定效力———重在

实体的实质正义， 却可能与中国当下接洽。 因为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重视 ‘实质真实’，
但并不以牺牲 ‘程序安定’ 为代价”； 而 “中国刑事诉讼长期奉行 ‘客观真实’ 的理念， 对程

序安定性考虑不足”， 所需要做的就是补足 “程序安定”。 所以， “认真对待程序安定的诉讼价值

观”， 引入既判力理论， 确立既判力制度， 将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的司法理念下所缺乏的

判决权威性及程序安定性补足， 克服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机性和任意性， 并奉行 “禁止不利于被

告的变更” 原则这一刑事既判力阻却制度， 严格限制非常上诉与再审程序的启动。［６６］

弃英美法系 “禁止双重危险” 原则而用大陆法系 “一事不再理” 原则， 或许陈光中教授考

虑了中国法律相近大陆法系系统的缘故。 当然， 我们的考虑尚不止此， 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一事不再理” 原则之初现于罗马法， 既又继受于中世纪教会法， 近世法国、 德国相继确立

既判力原则， 规定 “一事不两罚” 原则。 在中国， “罪不重科”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分别出

现于中国宋 （９６０—１２７９ 年）、 明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年） 两朝， 时间上恰值欧洲中世纪， 司法实践中

有确实的案例证明。 这表明， 中国与西方在古代对同一问题有相通的立场和考量。
大陆法系 “一事不再理”，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著 《法谚 （一） 》 第 ３３８ 条， 引拉丁文

谚语： Ｎｏｎ ｂｉｓ ｉｎ ｉｄｅｍ． ［译］ 一事不再理。 （英： Ｎｏ ｏｎ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ｔｒｉ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ａｕｓｅ．） ［解］ 拉丁文 ｂｉｓ 为二度之意， ｉｄｅｍ 为同一之意， 一事不再理为诉讼法上之一大原

则。［６７］１８２－１８３而中国大陆学者对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的英译是：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ｉｍｅ．［６８］９６８译文明显突出了刑事罪的

成分， 当是严格依据字面而译； 而英文转译拉丁文， 其 “一事不再理” 则涵括民事与刑事案件

在内。
那么， 把这个西方法律原则引入中国 《刑事诉讼法》， 有人担心会有 “西化” 之嫌， 或者担

心它水土不服， 都大可不必。 正如前述， “罪不重科”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本来在中国本土

发生过， 尽管它与当今充分发达了的相应理念与制度相比， 显得片段化、 背景窄、 不系统， 朴陋

一些———比如， 它没有权利保障的背景， 没有程序安定的深虑， 但它在古代中国曾有亮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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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它茁壮成长的体制机制， 使得它一直是个嫩芽， 但它毕竟是根基， “罪不重

科”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所肯认的裁判的安定性、 权威性、 既判力因素， 可以作为引进新的

司法原则的内生观念与机制使用。 我们可以据此扩而充之， 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 并在赋予新的

意义和内容后， 得到创新性发展。 当今中国的现代法治能为它提供生成长大的空间和环境。
在此期间， 我们少不了要检讨当今。 比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季卫东教授就曾论及 “现行

审判制度规定了两审终审， 颇有一事不再理的意味。 但是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表明， 我国的判决

仍然缺乏既判力和自缚性， 审判权之间的相克关系仍然很薄弱”。 他注意到：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

现在才有的， 而是古已有之的： “当事人可以出尔反尔， 任意翻悔； 案件可以一判再判， 随时回

炉； 司法官可以先报后判， 多方周旋； 上级机关可以复查提审， 主动干预”。 事情出在中国文化

和制度上， “从文化传统和制度原理两方面寻找答案”， 他注意到 “当事人的翻案权” “上级机关

的复审权” 两项。［６９］与此同时， 我们可能还得反思过往。 比如档案显示， 长沙 １９４５ 年后 “法官

在刑、 民案件决讼中采 ‘自由心证’ 原则”， “且 ‘官无悔判’， 二审、 再审仅徒具形式， 冤假

错案根本无法纠正”； 且刑事案件虽三审而终， “但第三审最高法院只就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进行审查， 法律虽对上诉有再审之规定， 但以 ‘官无悔判’ 为原则， 往往驳回了事”。［７０］１６８，１８７实

状究竟如何， 也得细究。 因为我们对那个时期的这一方面的研究， 毕竟严重不足。
我们所缺乏的东西， 可以叫从国外引进、 “移植”； 我们拥有的、 包括曾有过的东西， 则可

以叫 “嫁接” ———它讲究的是 “亲和力”： 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上、 生理和遗传上， 彼此

相同或相近， 从而能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的本土资源， 大陆法系

“一事不再理” 的理念与制度， 正具有这样的 “亲和力”， 完全可以中西合璧。 因此， 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确立 “一事不再理” 原则， 阐明其与 “官无悔笔， 罪不重科” 的相

通含义， 是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有效继承， 是创造性转化古代法文化元素并使其得到创新性发

展的过程。 创造性转化反映其中西同理、 古今同则的一面， 创新性发展显示其新义赋予和添加的

一面。 它完全可以作为活态传承的一个导向性范例来对待。 比如， 我们以中国 “罪不重科” 为

基础， 发扬其所包含的既决事项的实质确定力和程序结果的自缚力意义， 并从程序安定、 诉讼经

济以及权利保障等理论基础方面证成并完善这一既判力理论 （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

则）； 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 尤其是要坚决守住人民法院不得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底

线原则， 防止其可能出现的违反一系列原则之虞， 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控审分离原则、 一事不

再理原则甚至上诉不加刑原则［７１］１４５， 从而将判决的权威性和程序的安定性的维护作为极则。
［附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曾请援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 其学生段瑞群查找 １９５２ 年北京

市司法改革资料； 请援天津财经大学侯欣一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刘全娥教授提供延安时期涉及

“官无悔判” 内容的会议记录档案。 在修改定稿过程中， 又先后请教了西北政法大学刘全娥教

授、 广西大学孙记教授、 浙江大学牟绿叶副教授， 吸收了他们有关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资料与史实

处理及刑事诉讼法原理、 原则理解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辽宁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生万文杰同学帮

我按期刊要求通改了注释体例， 并重新检索、 校对了引用的网上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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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ｅｓ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ｓｅｎｓｅ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ｑｕａｔｅｓ ｉｔ ｗｉｔｈ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ｒｏ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ｆｆｅｎｃｅ” ．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３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ｉｔ ｈ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ｅ ｂｉｓ ｉｎ ｉｄｅｍ” （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ｊｅｏｐａｒｄｙ） ｉｎ ｎｏｗａ⁃
ｄａｙｓ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 ａｂ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ｄｉｃｔ”； “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ｒｏ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ｆｆｅｎｃ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 ｂｉｓ ｉｎ ｉｄｅｍ”；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ｊｅｏｐａｒｄ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ＨＥ Ｌａｉ， ＳＵＮ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 （１５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ｒｘ’ｓ “ｕｐｓｉｄｅ－ｄｏｗ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 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ｎｌｙ
ｂｙ ｄｅｌｖｉｎｇ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 ． Ｈｅｇｅｌ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Ｍａｒｘ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 ｒｅ⁃
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ｅ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ｒｘ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ｅ⁃
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ｅｇｅｌ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ｆｒｏｍ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ｏ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 ｏｆ Ｈｅｇｅｌ’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Ｍａｒｘ； Ｈｅｇｅ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ｊｉｎｇ （１６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 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ｔｕｃｋ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ｅａｋ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ｅ ｔａｋ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ｔｏ ｄｅｎｙ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Ｍａｒｘ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ｏｍｉｃ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
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Ｍａｒｘ’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ＺＨＯＵ Ｄａ－ｙｏｎｇ， ＪＩＡ Ｈｏｎｇ－ｒｕｉ （１７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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